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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新安名族志》的编纂过程与版本

（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，安徽合肥 230039) 朱万曙

摘要：对于《新安名族志》的编篡过程，日本多贺秋五郎和郑力民都曾经作过探讨，但不少问题仍然模糊不清。经过对各

版本和相关资料的分析，本文认为，该书的编篡过程为：元代陈栋曾经有过一个未予“梓布”的《新安大族志》，到明代中叶，

郑佐和洪垣将其刊刻；叶本静、汪孟泣、戴廷明等人以 10 年的时间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采辑、编篡的工作，完成了《新安名族志》，

于嘉靖二十九年刊刻；程尚宽认为这个本子还不够完善，又进行了“续补”，增补了大量的内容。该书的版本，据调查有 12 种，

分为 2册、4册和 8册装三种，4册本和 8册本是程尚宽“续补”后的刊本，2册本大多则是戴廷明等人编篡的本子，但几种本

子都有增删的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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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新安名族志》是研究徽州历史文化的一部重要的典籍资料。关于这部书的编纂过程和版本情况，有两篇文章进行了讨论，

①一是日本多贺秋五郎的《关于＜新安名族志＞》，收入《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》里；②二是郑力民的《（新安大族志）

考辨-兼谈＜实录新安世家＞》，载于《安徽史学》1993 年第 3期和 1994 年第 3期。多贺秋五郎认为它的成书经历了三个阶段：

一是元代陈栋（定宇）作《新安大族志》；二是嘉靖二十八年（1549 年）郑佐对其加以增补遗编，称为《实录新安世家》；三是

嘉靖三十年程尚宽、戴廷明等人在郑作的基础上编集为《新安名族志》。郑力民则提出不同看法，认为陈栋并未作《新安大族志》，

也不存在《实录新安世家》这本书，这是多贺秋五郎望文生义的结果。

由于《新安名族志》对于徽学研究的重要性，多贺氏和郑氏较早注意并讨论《新安名族志》的编纂过程和版本问题，实在

很有学术敏感；由于《新安名族志》成书过程和版本的复杂性，这一探讨又实在很重要。不过，由于他们阅读条件有限，对于

有的问题，仅仅是依据有限的资料信息进行推测。为了使更多的研究者能够利用这部重要徽学著作，我们对它进行了整理，因

此调查了该书及《新安大族志》的版本情况，在这里对该书的编纂过程和版本情况作一梳理和介绍，并顺便对多贺氏和郑氏提

出并讨论的问题作进一步的讨论。

一、《新安大族志》是《新安名族志》编纂的基础

关于《新安大族志》，多贺秋五郎介绍了日本“东洋文库”所藏的本子：该本为 2册木刻本，其卷首有元代陈栋所撰写的序

文，但编者、年代皆未注明，因此多贺氏首先怀疑“其编集者究竟是不是陈栋”；同时，多贺氏又指出：“这本书说是元代的本

子是可信的，因为，（一）印刷（镌刻）、纸质、书体等方面，可以断定为元代所为，没有丝毫矛盾；（二）各氏族的调查不充分，

有空白和余白；（三）记载事项简洁，接近于更古老些的氏族志的记载样式。”进一步，多贺氏还进行了论述：“东洋文库的《新

安大族志》推断编者为陈栋，这是根据什么理由呢？（一）书名完全相同；（二）任何一次续修新安的名族志，还没有记述过陈

栋以外的大族志；（三）陈栋的《新安大族志》之后的《实录新安世家》、（（新安名族志》，亦载有《新安大族志》的氏族名，这

尽可以全部于东洋文库所藏的《新安大族志》中见到。”

郑力民从著录情况和陈栋的生卒年人手，作出了陈栋未作《新安大族志》的推断。他的理由是：（一）迄今未见到国内有

该书元刊本收藏的记录；（二）去元不远的弘治《徽州府志》记载陈栋事迹较详，却未提该书一字；（三）元明间休宁人朱升

为陈栋私淑弟子，著述宏富，也未提及此事；（四）陈栋为元代大儒，但遍查经典目录，均无其作《新安大族志》的著录；（五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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署名陈栋所撰的《新安大族志序》不可能是陈栋所作，该序所署时间为“至元丁丑”，该年在元代的年份一是元世祖至元十四

年（1277)，二是元惠宗至元三年（1337)，陈栋卒于元统二年（1334)，故不会在元惠宗至元三年作此序；元世祖至元十四年陈

栋 26 岁，从其个人品节、时代背景亦不可能作此序，且从徽州建制沿革看，书中多有不合之处。因此，郑力民的看法是，“陈

撰元刊”是程尚宽等人“造成”的。他的结论是：元代陈栋未曾编撰过《新安大族志》，也未曾撰写过《新安大族志序》，因

此该志并无元代刊本；《新安大族志》是由明代嘉靖时人戴廷明最终编定的。

我们认为，陈栋编撰《新安大族志》是可能的，至少在戴廷明等人编纂《新安名族志》之前肯定有一部《新安大族志》流

传，它是《新安名族志》编纂的基础。但是，东洋文库所藏的本子并非元代刊本。

如郑力民所论，陈栋编集《新安大族志》固然未见于著录，但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做编集工作。从其生卒年推断，《新安大

族志序》当然不可能作于元惠宗至元三年，但完全有可能作于元世祖至元十四年。关于与徽州府建制沿革的矛盾，其一，“一

府六县”虽是从明代成为定制，但在此之前基本上就已形成该建制；其二，关于书中“宣明坊”地名，该书在明代刊刻和传抄，

刊刻和传抄者依据当时的地名进行改动是正常的，程尚宽在《新安名族志引》里就说道：“元儒陈定宇尝编有《新安大族志》，

其书惜未盛行者。双溪郑公、觉山洪公因其遗编增益而梓布之。”对地名有所改动也是“增益”的内容之一。最重要的是，该

书并非刊刻于元代（详后说），则该书就是一个稿本，并且很简单粗陋，因此，它才不见于各种著录。①

再从“陈撰元刊”提出的过程看。郑力民所列举的材料只有洪垣的序言和程尚宽的《引》。实际上，经程尚宽“续补”的

《新安名族志》刊本，共有 6篇序言，②分别为郑佐、洪垣、胡晓、邵龄、王讽、程光显所作，另有程尚宽的《引》一篇。其

中有 4篇提及陈栋和《新安名族志》的关系：

1．洪垣序称：“元儒陈定宇以不得行其志，惧乡俗日且疚决，乃窃取新安名族，叙其源委，以微存昭鉴之权于十一，识者

亮之。”

2．邵龄序称，“粤我古冈吴子，席珍黔麓……顷乃以是编者，为定宇陈子悬衡于胡元，已苛稼选；和溪诸子，缀毓于我代，

犹歉遗珠。”

3．石龙山人王讽序称：“而诸君子雅意斯举……则是岂不为陈定宇之遗意哉！”

4．程尚宽《引》称：“元儒陈定宇尝编有《新安大族志》，其书惜未盛行者。”

可见，当时认为陈栋编集了《新安大族志》（或不叫此书名，但内容一样）的大有人在。

最后，从《新安大族志》刊本看。笔者得到了“东洋文库”所藏的《新安大族志》的复印件，其刊刻质量固然简陋，而其

内容更为简单，只是后来的《新安名族志》的一个框架而已。①若说它是《名族志》的节录本也不大可能，②因为有了详细的

《名族志》，就根本没有必要再刊出一个节录本。而且，其简单粗疏程度，远不可能是节录的结果。郑力民认为这是戴廷明等

人最终编定的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因为该书并无关于戴廷明等人编纂的任何说明或序言，倒是现存的 2册本的《新安名族志》郑

佐的序言明确介绍了戴廷明等人的编纂情况；程尚宽的《引》说：“为之采录者，则始于祁之叶本静，继之以休之戴廷明辈，

勤勤搜辑，垂十年矣！”难以理解他们用了 10 年的功夫完成的竟然是这样简单粗略的东西。因此，只能说，在戴廷明等人编纂

《新安名族志》之前，就有一个简单粗略的《新安大族志》，而戴廷明等人正是以此为基础编纂《新安名族志》的。

多贺氏列举了不少理由，认为“东洋文库”所藏的《新安大族志》是元代刊本。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师大图书馆均有著录为

汪孟址、戴廷明撰的 2册藏本《新安名族志》，其凡例称：“本志，元儒陈定宇栋著有《新安大族》，惜未梓行，间见抄本，

疏略未备，且立例混于他郡姓名。今之采缉，惟著姓于吾新安有足微者悉书之，其无考及迁徙外郡者遗之。”③这个凡例多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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氏似乎没有看到。它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：陈栋的《新安大族志》，在戴廷明等人采辑增补的时候，并没有刊刻梓行。“东洋

文库”所藏的《新安大族志》，其刊刻质量确实简陋，但要认定它是元刊本却很困难。程尚宽在《引》里也说，陈栋的《大族

志》“其书惜未盛行，顷之，双溪郑公、觉山洪公因其遗编增益而梓布之。”如果将这两条材料结合起来分析，那么可以肯定，

陈栋的《大族志》在当时是个抄本，而且在内容上有将“他郡姓名”混人其中的缺陷。因此，是由郑佐和洪垣对它进行了“增

益”后刊行的。因此，东洋文库所藏的《新安大族志》并不是元代刊本，而应该是明代的刊本。

从现存的《新安大族志》的刊本和抄本看，它无疑是戴廷明和程尚宽等人完成和“续补”《新安名族志》的基础。

二、汪孟沚、戴廷明等人的编纂及其版本特点

《中国善本书目》的编纂出版，为我们了解《新安名族志》的版本及其收藏情况提供了很大的方便。《中国善本书目·史

部》著录了两种《新安名族志》的版本，一种题为“明汪孟址、戴廷明等撰”，收藏处有北京图书馆、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、

安徽省图书馆；一种题为“明程尚宽撰”，收藏处有国家图书馆、北京大学图书馆、上海图书馆、南京图书馆、浙江图书馆。

另外，笔者在国家图书馆还见到台湾“中央图书馆”藏本的胶卷，总计有 12 种。④不过，这样的著录可能并不确切，由于现存

各种《名族志》的版本均没有在正文前面署上编纂者的姓名，著录者确定编纂者的依据只能是卷首的序言。根据我们的版本调

查，有的本子完整，则可以据以确定编纂者，有的卷首和卷尾残缺，那么就难以确定编纂者。

由于现存《名族志》的大多数本子都有一篇乃至数篇序言，这些序言均为嘉靖三十年以前所作，因此，各种著录均称是嘉

靖间刻本。这似乎是能够成立的。它们也全都分为上卷和下卷（前集和后集），但是装订的册数却不同，分别有 2册、4册、8

册 3种。其中，4册本仅见于国家图书馆，8册本见于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，其余各处收藏均为 2册本。

为了更清楚地了解《新安名族志》的编纂过程，有必要把程尚宽的《引》引录如下：

新安，天下望郡也。《名族志》，所以别嫌明微，缘人情而以起义者也。元儒陈氏定宇尝编有《新安大族志》，其书惜未

盛行者。双溪郑公、觉山洪公因其遗编增益而梓布之，彬彬乎可以观新安人文之盛矣，骚骚乎可以占世道亨昌之机矣。猜钦休

载！而为之采录者，则始于祁之叶本静，继之以休之戴廷明辈，勤勤搜辑，垂十年矣！阅其名家尚多缺略，此盖情限于力之所

弗及，而义睽于势所弗能故也。宽谨谋之六邑名公及诸同志者，仍其旧本而续补之，考其姓氏迁次而更定之，校其讹谬出没而

厘正之，约其异而归之同，非故于其同而求之异，盖欲行吾义而情有不得不然者耳。若夫限于力而睽于势者，亦安如之何哉！

隐！是知沧海信有遗珠矣！然而豪杰无自身游迹者乎？今之视古，犹后之视今也，补续之责，予于后之君子端有望焉。嘉靖辛

亥夏五月吉旦乡晚生程尚宽谨书

这篇引言基本上说明了《新安名族志》的编纂过程：陈栋作《新安大族志》，但“惜未盛行”（实未刊刻），郑佐和洪垣

对其进行“增益”并予以刊刻。继而叶本静和戴廷明等人又花十年的功夫进行编纂，但还不理想，于是他“仍其旧本而续补之”。

但是多贺氏根据这篇引言和胡晓的序言，①推断出戴廷明等人编纂的是一部《实录新安世家》，而不是《新安名族志》。对此，

笔者赞同郑力民的看法：这是多贺氏“望文生义生造出来的”。

在《新安名族志》各版本中，国家图书馆、上海图书馆所藏 8册本和台湾“中图”本都有上面所列举的 6篇序言以及程尚

宽的《引》。通过对各本序、跋情况的比较和分析，或许有可能帮助我们弄清楚该书的编纂过程。

上面已经介绍过，该书有 6篇序言，另外还有朱莹、吴守教二人的跋。它们的撰写时间稍有差异，郑佐的序言撰于嘉靖二

十八年（己酉），洪垣的序言和朱莹的跋撰于嘉靖二十九年，其余人的序言和程尚宽的《引》均撰于嘉靖三十年（辛亥）。国

家图书馆所藏的 2册本只有郑佐的序言，北京师范大学、安徽省图书馆所藏的 2册本则只有郑佐和洪垣的序言。②郑、洪二人

的序言根本没有提及程尚宽的编纂工作。郑序称：“为此编者汪孟址、戴廷明、方德卿、程子瑛、王克和、吴信夫辈，独廷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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始终弗懈者。”洪序则称：“厥今和溪戴子、古山吴子、肠谷程子辈，则又因述旧典，更加撅集，以详著各族先世之善，核而

不滥，侈而不夸，夫岂无所为哉！"

国家图书馆所藏的 4册本情况则不然。其卷首恰恰没有郑佐和洪垣的序言，却多出吴守教的跋（残缺）和胡晓、邵龄、王

讽、程光显的序言以及程尚宽的《引》。

1．胡晓的序言称：“款库生中泉程子，因和溪戴子辈实录新安世家，编日《新安名族志》。”

2．邵龄的序言称：“粤我古冈吴子，席珍黔麓，……顷乃以是编者，为定宇陈子悬衡于胡元，已苛稼选；和溪诸子缀毓于

我代，犹歉遗珠。则科斗或资于口授，服生宜享于康成，增遗附略，以告厥成功，信不容于但已也。”

3．王讽序称：“嘉靖庚戍，正石龙子归自北都，适黔之库友古冈吴子携其《名族志》诣予而请序，且告予曰：其事创于六

邑诸君子，曰汪子孟址，日戴子廷明，曰胡子德卿，日程子瘩，日王子克和，曰叶子本静。盖皆贤士大夫之族也，而勤勤搜集

十余年，而今始告完，而予也，则窃有补遗订缺之手于斯志者也。而幸六邑贤士大夫嘉其成而与之序矣，而惟祁独缺，是故兹

来请石龙子阅其编，其缺略而未完者尚多也。”

4．程光显序称：“然则古冈此编，岂惟补其缺略而已耶？亦以寄史外传心之志软！”

5．吴守教跋称：“因程子之请，而复诸尾。”

当然，程尚宽本人的《引》更明确地宣告了自己的“续补”工作。

由以上序言可知，胡晓的序言开始说程尚宽编纂《新安名族志》，吴守教的跋也是应程尚宽之请而做的。邵龄、王讽序言

都说到另外一个人-“古冈吴子”-做了“增遗附略”或“补遗订缺”的工作，不过他们也都提到了戴廷明等人前面的劳动，只

有程光显的序言说“古冈此编”。

这样，我们可以明了的一个事实是：国家图书馆、北京师大藏 2册本是戴廷明等人编纂的《新安名族志》。此后，不仅程

尚宽对该本进行了“续补”，而且“古冈吴子”也对该本进行了“增遗附略”或“补遗订缺”的工作。这位“古吴冈子”，应

该不是郑佐序言里所提到的吴信夫。①

这里还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，戴廷明等人编纂的《新安名族志》是否仅仅刊刻了一次？从我们的版本调查看，情况并非如

此。

北京师范大学藏 2册本比国图藏 2册本除了多出洪垣的序言外，在文字上也有所增加。如休宁黄氏，就增补有“龙湾”、

“黄川”、“五城溪口”、“商山”4条共计 700 余字。南京图书馆所藏的本子接近于国图 2册本，但是也有差异。以休宁程氏

为例：

国图本：汉口-会里-陪郭-闵口-富溪-溪头-五城溪口-中泽-荪田-语田-芳关-北村-金川-率东-临溪-泰塘-仙林

北师大本：汉口-率口-塘尾-溪西-屯溪-会里-陪郭-闵口-富溪-阳村-扁山-溪头-五城溪口-中泽-荪田-语田-芳关-北村-金

川-率东-临溪-泰塘-隐冲岭上-珠光-底山-东关口-仙林-临溪街-胡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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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图本：汉口-塘尾-溪西-屯溪-会里-山斗-陪郭-闵口-富溪-阳村-两山-五城-溪头-五城溪口-中泽-荪田-语田-芳关-北村-

金川-率东-临溪-泰塘（后残缺一页）

这个情况说明，戴廷明等人的本子于嘉靖二十八年刊刻后，在二十九年又有刊补，甚或在二十九年后还有刊补。就笔者已

经阅读过的《新安名族志》各版本而言，各本均有或大或小的差异，除了程尚宽的“续补”外，可能由于应各宗族的要求不断

重印，并不断地修改、补充，造成了这种情况。

三、程尚宽的“续补”本及其版本特点

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四册本显然是程尚宽增补的本子。因为该本不仅卷首没有郑佐和洪垣的序言，却多出吴守教的跋（残缺）

和胡晓、邵龄、王讽、程光显的序言以及程尚宽的《引》，而且比 2册本文字也多出不少：

1．姓氏的增加：增加了邓、殷、徐、万、严五姓；

2．各姓氏在各地的增加，如胡氏：

2册本：款·方塘-佳源-槐源·琶塘·胡村（有目无文）

4册本：款·方塘-佳源-槐源·琶塘·胡村（有目无文）-东关

2册本：休宁·霞阜-刻溪（有目无文）

4册本：休宁·刻川-霞阜-炎叨溪（有目无文）

2册本：姿源·清华-考水-王川-城东-椿庄-南门

4册本：婆源·清华-考水-王川-城东-东溪-登稼坊

2册本：祁门·贵溪-城东-南门-椿庄-溶口·平里·山亭（有目无文）

4册本：祁门·贵溪-城东-南门-椿庄-溶口·平里·山亭（有目无文）

2册本：黔县·横冈-牌楼里

4册本：黔县·横冈-牌楼里-潭口-忠信坊-西递-南山

2册本：绩溪·市东-遵义坊-东门-龙川（有目无文）-胡里镇-西街

4册本：绩溪·市东-遵义坊-东门-龙川坑口-胡里镇-西街

增补的部分有款县东关（约 480 字）、黔县的潭口、忠信坊、西递、南山（约 1200 字）；绩溪的龙川胡氏在 2册本里有目

无文，4册本则以约 1600 字的篇幅详细介绍。由此可见，4册本较之 2册本的确增补了不少的内容。这说明程尚宽并非简单地

将戴廷明等人的编纂改换成自己的编纂，而是的确做了“续补”的劳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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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么，程尚宽为什么又要再行“续补”呢？是否仅仅是出于“阴暗”的心理将汪、戴的劳动据为己有呢？实际上，程尚宽

并没有这样做。他在《引》里交代得很明白：在郑佐、洪垣梓布陈栋的《大族志》后，“为之采录者，则始于祁之叶本静，继

之以休之戴廷明辈，勤勤搜辑，垂十年矣！”这里，他已经充分肯定了叶、戴等人的劳动。但是，他也指出，汪、戴之作存在

着“阅其名家尚多缺略”的问题，其原因在于“情限于力之所弗及，而义睽于势之所弗能”。因此，他“谨谋之六邑名公及诸

同志者，仍其旧本而续补之，考其姓氏迁次而更定之，校其讹谬出没者而厘正之，约其正而归之同”。显然，他所说的“旧本”

不是陈栋的《大族志》，而是汪、戴完成的本子。

现在，我们要讨论一下 8册本的情况。

笔者所寓目的 8册本有两种：一是国家图书馆藏本，二是上海图书馆藏本。与 4册本相比，8册本增加的文字更多，约有其

三分之一。（一）增加的姓氏有减、萧、桂、阮、顾五个，并改 4册本邓姓为巴姓、高姓为梅姓。（二）大量增加了地方条目，

如程姓，在款县·槐塘后增加了虹梁、潜口、元里村、宣明坊、表里、冯塘、褒嘉坦、严镇、竭田、唐贝、方村等 11 条。又如

黄姓，在款县黄屯之后增加了虬村、瑞野黄村、税者黄村、官塘黄村、新馆黄村五条达 5000 多字的内容。

正如上面所说的，可能由于应各宗族的要求不断重印，并不断地修改、补充，现存的两个 8册本《新安名族志》虽然内容

大体相同，也还存在少量的差异。

至此，我们可以对《新安名族志》的编纂过程作如下的认识：元代陈栋曾经有过一个未予“梓布”的《新安大族志》，郑

佐和洪垣将其刊刻；叶本静、汪孟址、戴廷明等人以 10 年的时间进行了采辑、编纂的工作，完成了《新安名族志》，于嘉靖二

十九年刊刻；程尚宽认为这个本子还不够完善，又进行了“续补”，增补了大量的内容。

最后，需要说明的一个问题是：现存的《新安名族志》，无论是几册装的本子，它们之间都有文字差异，有的本子挖补的

情况比较明显，这是该书有别于其他典籍的一个很突出的特点。这说明，在戴廷明等人编纂出该书之后，受到了徽州各宗族的

重视，因此，在刊印过程中就不断地增补，或者对有些不利于本族的文字进行删改，从而导致了各版本之间的或大或小的差异。

责任编辑：张朝胜；校对：陈如


